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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
影响与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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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

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

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

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

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② 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

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③ 制造业

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

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

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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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制造业在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006年中
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的峰值，随后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转型的过程中，不仅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空间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区域
分工转型、竞争优势演化和战略方针调整的影响下，部分地区制造业区位因素的作用从
有利转为不利，部分地区则从不利转为有利[2]，区位优势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通过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工业化先行区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了生产要素流动，并
进一步促进了产业集聚[3]。进入21世纪后，在成本上升、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
影响下，沿海地区制造业的价格竞争优势被削弱，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4]，并在此基础
上呈现出集聚与分散并存、空间转移多梯度、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布局各异等特点[5]。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指引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条件和空间还将进一步发生变化[6]。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在行业间与地域间的分布也悄然发生变化。产业发展新格
局、新老劳动力观念差异等因素加剧了劳动力在空间流动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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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制造业劳动力流失现象也较为突出：2014年经济迈入新常态
以来，平均每年有 150万劳动力离开制造业，2020年制造业人才缺口高达约 2200万人，
包括东部和中西部等在内的许多地区都面临制造业“用工荒”的挑战[7]。区位优势变化引
致的制造业空间布局重塑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也是拓展制造业发展新空间、保持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途径，明确劳动力空间流动对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的响应机制及
作用结果，对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和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在探讨产业布局调整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关系，尤其是产业集聚、转移、升
级等空间布局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时，主要是从劳动力数量与技能结构需求改
变，进而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角度去考虑。大量文献已证实，除获得就业机会和追求
更高预期收入等传统因素[8]外，劳动力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公共服务更优[9-10]、房价处于适
度区间[11]、空气质量更高[12]、外生灾害较少[13]的区域。因此，区位优势变化带来的制造业
集聚、转移、升级等不仅直接影响劳动力就业收入，还会通过改变城市其他特征间接影
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缺乏。多元因素作用下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会
对劳动力空间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另外，受理论依据、研究尺度、数据方法
的限制，现有对中国制造业集聚、转移等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关系的探究并未形成统一的
结论[14]。同时，由于城市尺度下制造业行业数据和劳动力空间流动数据获取受限，已有
研究主要根据产业空间分布变化和劳动力空间流动总体方向是否一致来判断两者在地带
或省域尺度下的匹配情况，结论相对笼统模糊。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
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变化程度，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
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① 利用微
观数据从城市层面定量揭示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② 从经
济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作用机制；③ 分
析不同技术复杂度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不同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与规模城市，以及不
同特征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结果，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关于产业变迁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或定性分析两者间的关联，或
基于现实考察两者在时空上是否匹配。一方面，剖析产业变迁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
响。Partridge等[15]、Audretsch等[16]从改变劳动力需求的角度入手，论述了产业变迁与劳
动力空间流动的相互作用，指出产业转移与升级改变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引致劳
动力在行业间或地域间的重新配置。新经济地理学论述了产业集聚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
关系及作用规律，指出由于企业规模报酬递增、交通成本、知识溢出和外部性，制造业
不断向“中心”集聚，劳动力会自主地由“外围”向“中心”流动 [17-18]。当产业在发达
地区集聚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及时向其他区域转移，在此过程中，产业升级引致了技术
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会降低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引发劳动力流出[19]。另一方面，
探讨劳动力空间流动对产业变迁的影响。Marshall[20]指出劳动力集聚可以降低劳动供给短
缺的可能性，成为导致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力空间流动通过改变劳动力数量
与技能进而影响到地区比较优势，是诱发产业转移、推进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21-23]。

上述研究明确以集聚、转移和升级为主要表现的产业变迁与劳动力空间流动之间存
在着必然的关系，多数暗含着一个假定：产业变迁与劳动力空间流动是同步的，两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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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同向关系 [24]。但近来一些研究结论显示可能并非如此。例如，樊士德等 [25]研究发
现，中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外流刚性特征，阻碍了产业区际转移的规模和进程；王春凯[26]

指出，政府公共投资推动下的产业转移与空间选择效应作用下的劳动力回流之间存在错
配。近期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产出增长显著加快，而劳动力仍以东部集聚为主，二者呈
现出“逆流”态势[27]。产业集聚、转移和转型均与区位优势变化相关，现有研究肯定了
产业区位优势变动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相互作用关系，但作用方向并未形成共识。据
此，提出假说1。

假说 1：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或下降会对劳动力空间流动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的方
向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劳动力空间流动规模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断扩大，劳动力在将流动纳入职业决
策时面临复杂的动态权衡[28]。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因素是多样的[29]，Ravenstein[30-31]指
出，改善经济状况是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主要诱因。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就业和
收入外，人们还会为享受城市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而流动[9-10]。制造业区位
优势变化可能改变城市上述社会经济特征，并进一步引起劳动力的空间流动。

就业机会对劳动力流入地选择非常重要[32]，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通过产业集聚、转
移与升级引起就业机会的增减。一般而言，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越显著的地区，行业内
竞争越充分，对增加就业机会的促进作用越强[33]。不过，就业机会往往在工资较低的部
门快速扩张，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引致的就业机会增加更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等低工
资部门[34]。因此，不同技术复杂度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部门区位优势变化对就业机会的
影响可能不同。与此同时，不同地理区位、经济区位、规模城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不同，
制造业区位优势动态变化吸引的重点行业部门不一样，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各异。此外，
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户口性质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存在差异，获
得就业机会的能力也不一样[35]。

收入是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并进一步作用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关键因素[36]。劳动
力在流入地的净收入在其空间流动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7]。通常地，制造业区位优势
上升的地区可以吸引更多优质的制造业部门和企业转入，进而为劳动力带来更高的收
入。相比较而言，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制造业行业区位优势上升更显著，能够让劳动
力获得的收入相对更高，而且不同就业竞争力的劳动力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存在差异[35]。

生态宜居性已成为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又一重要因素，空气污染对劳动力流入具
有负面影响[38-39]。区域间产业转移是区位优势变化的外在表现，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制造
业转移带来污染重心和排放总量的转移[40]，通常有利于改善转出地的环境质量，加剧转
入地的环境污染[41-42]。还有研究指出制造业转移与污染转移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
目前中国各省份尚未跨越拐点，制造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正处于增长阶段[43]。因此
推断：现阶段整体上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对当地生态环境不利，可能会阻碍劳动力
流入。当然，不同制造业行业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各城市治理能力存在差
异，不同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响应也有所不同[38]，异质性同样不容
忽视。

此外，虽然公共服务水平近年被证明是影响劳动力，尤其是新生代劳动力空间流动
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与制造业相关性较强的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而非生活性服务
业，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较为间接，故将其放入控制变量处理。
同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当地房价的影响也相对间接，也放入控制变量处理。自然
灾害与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关系不大，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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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供需视角出发，阐述了区位优势变化导致产业空间集聚、转

移与升级，引发劳动力空间流动，忽视了新时期非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据此，

提出假说2、假说3。
假说 2：现阶段，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主要通过改变就业机会、收入和生态环境质

量进而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整体上，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可以带来更多的

就业机会与收入，对劳动力流入具有正向影响；但现阶段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导致生态

环境质量下降，对劳动力流入具有负向影响。

假说 3：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就业、收入和生态环境的

影响存在差异，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不同个体特征劳动力就业竞争力与空

间流动选择偏好存在差异，受到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综上，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分析框架见图1。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模型设定

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的核心依据是对期望效用的判断[44]。鉴于此，本文假定劳动力

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流入哪座城市，其效用函数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个体特征与流入

城市特征，具体可表示为：

Uij = αshiftij + γXij + εij, ( )i = 1, 2, …, N ; j = 1, 2, …, J （1）

式中：i表示劳动力个体；j表示劳动力可选择的城市；shiftij表示 j城市因制造业区位优势

变化产生的增量；Xij表示 j城市的其他特征变量；εij表示未观测因素；α、γ为回归系数。

劳动力个体 i选择 j城市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choiceij =
■
■
■

1, ∀j ≠ k, Uij > Uik

0, ∃j ≠ k, Uij ≤Uik

（2）

只有当Uij > Uik时，劳动力才会选择 j城市。因此，劳动力选择 j城市的概率为：

图1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示意图
Fig. 1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on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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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 )ch oice = 1 =
exp( )αshiftij + γXij

∑j = 1

J exp( )αshiftij + γXij

（3）

本文采用条件Logit模型对式（3）进行估计，α反映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

空间流动的影响，其系数估计值越大表示该城市被选择的概率越高，反之亦然。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根据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构建虚拟变量，当劳动力选择 j城市

时，chioceij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现有文献通过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各城市制造业部门

增长分解为国家增长分量、部门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区位分量） 3部分，具体分解

方式为：

∑n = 1

R ( )X '
mn -Xmn =∑n = 1

R Xmnr +∑n = 1

R Xmn( )rm - r +∑n = 1

R Xmn( )rmn - rm

r =
∑m = 1

S ∑n = 1

R ( )X '
mn -Xmn

∑m = 1

S ∑n = 1

R Xmn

, rm =
∑n = 1

R ( )X '
mn -Xmn

∑n = 1

R Xmn

, rmn =
X '

mn -Xmn

Xmn

（4）

式中：Xmn代表n城市m制造业部门的产值； X '
mn 代表该变量期末的值；∑n = 1

R Xmn( )rmn - rm

代表竞争力分量，主要反映区位因素[45]，本文将其用于测度城市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和

自身过去特定时期制造业区位优势的变化，反映的是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产生的增量，

当取值> 0时，说明区域总体上具有相对有利的区位因素，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当取值

< 0时，说明区域总体上具有相对不利的区位因素，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本文以5年为

周期，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各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产生的增量。

（3）控制变量。参考马述忠等[46]、张海峰等[47]在研究劳动力空间流动时的控制变量

选取方案，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可信度，本文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资水

平、失业率、投资活力、住房价格、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开放程度、行政等级10项指

标作为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其他因素，具体测算方法参见表1。

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3类。

表1 城市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ity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经济发展

人口规模

工资水平

失业率

投资活力

住房价格

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

开放程度

行政等级

测算方法

偏离—份额分析测算(万亿元)

人均GDP(万元)

年末总人口(百万人)

职工平均工资(万元)

登记失业人数/(在岗职工人数+登记失业人数)

固定资产投资(百亿元)

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万元/m2)

基础教育生均教师数(人/百万人)

人均医疗卫生床位数(人/百万人)

几何中心到海岸线的最短距离(百万m)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1，其他=0

观测量

759

759

759

759

759

759

759

759

759

759

759

均值

-0.0022

3.5209

4.5763

3.2295

0.0627

9.7699

0.3851

6.4518

0.3583

0.4458

0.1186

标准差

0.1467

2.4747

3.1458

0.8378

0.0259

10.2570

0.2222

1.1181

0.1444

0.4146

0.3235

最小值

-0.9638

0.5361

0.1978

1.4038

0.0107

0.5238

0.1524

4.0000

0.1140

0.0012

0

最大值

0.4674

18.2419

33.2213

7.6824

0.1983

80.2942

1.9825

10.6568

1.1867

2.72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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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力空间流动数据来自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数据（CMDS）。该调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自2009年起组织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与
规模成比例的 PPS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抽样方法进行，目前
2009—2018年的调查数据已公开发布，但 2009—2012年调查信息不能满足本文研究需
要，故使用 2013—2018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数据库的清洗规则是：
① 仅保留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处于已就业或等待上岗状态、年龄处于15~59岁区间范
围内、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② 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流动人口的界定，删除流
入时间不足6个月的受调查对象；③ 删除市内跨县的观测样本；④ 剔除存在数据缺失的
流入城市；⑤ 劳动力个体根据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做出决策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本文
在基础回归中将滞后期设定为 1 年。结合制造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将 2007—2011 年、
2008—2012 年、2009—2013 年 3 个周期内的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同流入时间为 2012—
2014年的劳动力个体样本匹配。按照上述标准，2013—2018年CMDS数据库保留的流动
人口样本数依次为5043人、8406人、11697人、5700人、6775人、3624人，共41245人。

（2）制造业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剔除企业重要信息缺失、不符
合会计准则和就业人数过小的样本后，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剔除销售收入低于
2000万元的样本。此外，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48]。根据制造
业企业所在城市信息，将其产值加总至城市层面，得到2007—2013年各城市分二位码行
业的制造业产值及制造业总产值，计算出3个周期内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产生的增量。

（3）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
城市统计年鉴、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在识别城市特征如何影响劳
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时，参照张海峰等[47]的做法，对3个周期内的变量进行均值处理。

最终，本文选取了上述指标均不缺失的253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表1为
城市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为受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
范围、户口性质5个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是每
年进行重新抽样调查数据，调查个体在时间维度上不可追踪。因此，本文将基于混合截
面数据展开后续的经验分析。

4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

4.1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特征

4.1.1 东部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趋势明显，中西部大多数城市呈现上升态势 四大板

块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趋势存在差异。2007—2013年样本中，60%

表2 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流动范围

户口性质

观测量

41245

41245

41245

41245

41245

均值

0.5772

29.5788

9.9360

0.7403

0.0991

标准差

0.4940

8.6588

2.7900

0.4385

0.2988

最小值

0

10

0

0

0

最大值

1

59

19

1

1

注：性别变量：女性为0，男性为1；受教育程度变量：未上过学为0，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为12，大学专科为14，大学

本科为16，研究生为19；流动范围变量：省内流动为0，跨省流动为1；户口性质变量：农村户口为0，非农村户口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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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东部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出现下
降，2009—2013 年这一比例高达 66.1%
（图 2），在四大板块中下降趋势最为显
著。所有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的城市近
半数位于东部地区，而上升城市仅有
20%位于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城市中大部分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是
上升的，中部地区表现为上升的城市占
比最高。中西部城市占所有制造业区位
优势上升城市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66%左
右（表 3），说明中西部地区已成为中国
今后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4.1.2 大部分城市群中心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多数城市群外围城市和其他城市以上
升为主 城市群已逐渐成为中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内外城市之间、
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的制造业区位优势随着空间格局调整、分工深化而
发生变化。

2007—2013年间近60%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这一比例远高于同
期城市群外围城市和其他城市，东部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下降态势尤为显著（图3）。城
市群中心城市在所有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城市中的占比不足10%，而在下降城市中的占
比超过20%（表3）。近70%的城市群外围城市和其他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处于上升状态。
其中，城市群外围城市因数量较多，无论在制造业区位上升还是下降城市中均占据主导。
整体上看，制造业从城市群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乃至城市群以外地区转移的趋势显现。

图2 2007—2013年不同地理区位城市中制造业

区位优势下降城市占比
Fig. 2 The proportion of declining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among citie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表3 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与下降城市在不同类型城市间的分布(%)
Tab. 3 The distribution of rising and declining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地理区位

经济区位

规模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东北城市

城市群中心城市

城市群外围城市

其他城市

特大超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2007—2011年

上升

23.2

39.0

27.7

10.2

6.8

69.5

23.7

2.8

44.1

36.7

16.4

下降

53.9

11.8

23.7

10.5

30.3

53.9

15.8

10.5

53.9

30.3

5.3

2008—2012年

上升

22.6

32.3

34.1

11.0

9.1

67.1

23.8

3.7

42.1

37.2

17.1

下降

50.6

28.1

12.4

9.0

22.5

60.7

16.9

7.0

56.2

30.3

5.6

2009—2013年

上升

22.5

41.9

26.9

8.8

8.8

66.9

24.4

3.1

41.9

38.1

16.9

下降

49.5

11.8

25.8

12.9

22.6

61.3

16.1

8.6

55.9

29.0

6.5

注：① 按照地理区位划分，东部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辖区范围内的城

市，中部城市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辖区范围内的城市，西部城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辖区范围内的城市，东北城市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辖区范围内的城市。② 按

照经济区位划分，城市群包括“十四五”规划纲要划定的19个城市群，城市群中心城市是指城市群内的省会(首府)城市、

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群外围城市是指城市群内除中心城市以外的城市，其他城市是指不在19个城市群范围

内的城市。③ 按照规模划分，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

上为特大超大城市，100万~500万为大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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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规模较大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趋势
比规模较小城市更显著 不同规模的城市经济
社会特征、产业分工与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制
造业区位优势变化趋势不尽相同。研究期内样
本中，只有约15%的小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出
现下降，中等城市这一比例约为30%，而大城
市和特大超大城市则分别达到 40%和60%左右
（图 4）。相对于规模较小城市，规模较大城市
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的特征更为明显。
4.2 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特征

已有研究多以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
来表征各地区流动人口的规模，反映的是较为
笼统的数量，无法辨识出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
动的情况。本文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由于抽样调查数据不能反映总体规模，故
采用占比来揭示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的选择
情况。
4.2.1 东部地区仍是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的
主要目的地 样本城市中，位于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数量占比依次为
32.4%、31.2%、26.9%和 10.7%。统计发现，
研究期内近 80%的制造业劳动力选择东部地区作为空间流动的目的地。随着时间推移，
这一比例虽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绝对优势，说明近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主要流入东部
地区的总体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制造业劳动力选择流入中部地区的比重从2012年的
7.5%增长到2014年的9.0%，增长势头较为明显。制造业劳动力选择流入西部地区的比重
由 2012年的 9.4%下降到 2013年的 8.5%，之后又反弹至 9.2%，整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
选择流入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力比重较低且较为稳定（图5）。
4.2.2 城市群中心城市吸引制造业劳动力的优势突出 样本城市中，属于城市群中心城
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数量占比依次为13.8%、64.4%和21.7%。2012年城市

图3 2007—2013年不同经济区位城市制造业

区位优势下降城市占比
Fig. 3 The proportion of declining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among citi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ocations

图4 2007—2013年不同规模城市中制造业

区位优势下降城市占比
Fig. 4 The proportion of declining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among cities with different sizes

图5 2012—2014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地区分布
Fig. 5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in manufacturing, 20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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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心城市吸引了43.3%的制造业劳动力流入，之后保持上升态势，2014年达到46.6%。
城市群外围城市因为数量较多，吸引了近半数的制造业劳动力流入。制造业劳动力选择
流入其他城市的比重仅为2%左右，且持续下降（图5）。整体上，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制造
业劳动力的吸引力较为显著。
4.2.3 规模较大城市对制造业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样本城市中，属于特大超大城
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数量占比依次为 13.1%、34.9%、46.8%和 5.2%。
研究期内，选择流入上述类型城市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比分别在25%、60%、10%和2%左
右，3年内变化幅度不大（图5）。不难看出，大城市及超大特大城市对制造业劳动力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中小城市则相反。
4.3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与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关系

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除山西以外的中部地区、
西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以及东部河北、江苏和福建的部分地市（图6）。制造业区位优
势下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的核心区域。3个研究周
期内，中部地区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空间范围扩张趋势较为明显。制造业劳动力空间
流动选择占比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三大城市群，此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行政等
级城市也吸引了较多制造业劳动力流入。2012—2014年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格局
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改变。

从3个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研究周期对应的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情况来看，分别有
27.1%、33.1%和30.3%的制造业劳动力选择流入了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具体而言，中
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匹配性相对较好，一些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地区同时也是制造业
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比重较高的地区。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制造业区位优势下降
显著而劳动力流入占比却较高，东北地区部分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未能吸引较多
的制造业劳动力流入。

当然，从空间分布上只能看出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的
总体特征、变化趋势及二者大致的匹配情况，若要准确、细致地揭示区位优势变化对制
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探明可能存在的行业异质性、城市异质性与
个体异质性，还需要基于微观数据的定量研究。

5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空间流动的总体影响

5.1 基础回归
表4为基础回归结果。模型（1）考虑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所产生的增量及城市各基

本特征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区位优势变化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对劳动力流入产生正向影响。模型（2）与模型（3）分别采用
Z值变换与极差变换两种方法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能够反映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
劳动力空间流动的相对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产生的增量平均每提
高 1个标准差单位、1个极差单位，劳动力流入该城市的概率会提升 0.0189倍、0.2376
倍，同样说明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对劳动力空间流动整体上存在正向影响。控制变量系
数估计值均与3.2节的判断相印证，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
对劳动力空间流动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
5.2 稳健性检验

本小节将通过检验无关方案独立性、考虑户籍制度限制、调整劳动力在流入地居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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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6 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时空演进格局
Fig. 6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20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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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改变劳动力空间流动受制造业区位
优势变化影响的滞后期共 4种方式进行
稳健性检验，说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1） 无关方案独立性 （IIA） 是条
件Logit模型的前提假设，即若 IIA假定
成立，则去掉某些城市备选方案不会对
其余城市选择方案的一致估计造成影
响，只是会使估计效率下降。为此，本
文对备选城市进行 80%、90%随机不放
回抽样，将抽样后的城市样本作为劳动
力可供选择的方案再次进行估计，表 5
中模型（1）和模型（2）的系数估计值
保持稳健。此外，进一步采用Hausman-
McFadden检验对条件Logit模型估计结
果的可信性进行分析，该检验的原假设
是剔除某一选项前后所得估计结果具有
统计一致性[49]。结果表明，相应卡方值
都非常小或为负数，不能拒绝原假设，
再次确认了基础回归结果的可信性。

（2）由于户籍制度可能对劳动力空
间流动产生影响，参照 Fan 等 [50]的方
法，计算出城市落户门槛指数，检验在
户籍制度限制下外来劳动力是否还会因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而流动。表 5中模
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区位优势变化
同3类落户门槛指数的交互项在1%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当不同城市落户限
制相当时，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
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3）基础回归中将在流入地居住 6
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视作流动人口，在此
将流入地居住时间延长至 1年与 2年再
次进行估计，表 5 中模型 （4） 和模型
（5）的系数估计值依旧稳健。

（4）将基础回归中劳动力空间流动
对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响应的时间滞后
期由1年延长至2年、3年。当滞后期为
2 年 时 ， 2007—2011 年 、 2008—2012
年、2009—2013年的区位优势变化值分
别同流入时间为 2013 年、 2014 年、
2015年的样本相匹配；当滞后期为 3年
时 ， 2007—2011 年 、 2008—2012 年 、

表4 基础回归结果
Tab. 4 The result of basic regression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未标准化

模型(1)

0.1293***

(5.5021)

控制

控制

81670.20

0.1789

10434985

253

41245

标准化

模型(2)

0.0189***

(5.5588)

控制

控制

81670.20

0.1789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3)

0.2376***

(5.5128)

控制

控制

81670.20

0.1789

10434985

253

41245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表5 稳健性检验
Tab. 5 Robustness test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落户门槛指数

区位优势变化×
落户门槛指数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方法1

模型(1)

0.1454***

(6.0332)

控制

控制

67600.60

0.1978

6503996

202

32198

模型(2)

0.2439***

(8.8370)

控制

控制

71876.65

0.1852

8148720

228

35740

方法2

模型(3)

0.3346***

(10.2324)

0.0185**

(1.9609)

0.5893***

(8.1620)

控制

控制

81764.32

0.1791

10434985

253

41245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方法3

模型(4)

0.1311***

(5.1614)

控制

控制

66412.75

0.1762

8617686

253

34062

模型(5)

0.1409***

(4.3089)

控制

控制

39460.37

0.1709

5277833

253

20861

方法4

模型(6)

0.2717***

(10.3308)

控制

控制

65131.08

0.1784

8348241

253

32997

模型(7)

0.3933***

(12.7695)

控制

控制

49776.87

0.1758

6474523

253

25591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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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3年的区位优势变化值分别同流入时间为 2014年、2015年、2016年的样本相

匹配。经过上述处理后，表5中模型（6）和模型（7）的系数估计值同样稳健。

5.3 内生性处理

本文对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作用探究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尽管使用的是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的微观数据，个体对前一期城市层面制造业区位优势

不会产生影响，但还可能存在无法克服的遗漏变量偏误。例如，除已控制的变量外，城

市文化氛围等难以量化的因素会同时作用于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为

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和一致性，本文选择城市地理坡度作为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的工

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数据由笔者通过ArcGIS软件中的ArcToolbox操作包提取获得。

为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质量，中国政府对土地开发实施管制措施，要求只有城镇建

设用地可用于发展制造业，使得制造业发展空间受限。为缓解制造业用地的供需矛盾以

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原国土资源部允许对坡度在25°以下的未利用地进行开发利用，为制

造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资源。根据上述逻辑，若城市地理坡度较小，则可供制造业

利用的未开发用地数量越多，将吸引更多制造业进入，即城市地理坡度会直接作用于区

位优势变化，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定。此外，城市地理坡度作为自然变量，同未观

测到的遗漏变量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也不会直接影响个体劳动力的空间流动选择，满足

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定。

由于条件Logit模型中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及其相关检验均失效，因此本文通过Hilbe[51]

两步法，利用城市地理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完成两阶段负二项回归、泊松回归（表6）。负

二项回归、泊松回归属于计数模型，参照张

海峰等[47]的做法，对2013—2018年CMDS数

据库中从事制造业生产的流动人口按照流入

城市归类，经整理获得 759个城市点。在此

基础上，进行工具变量的Hilbe两步法估计：

① 将内生变量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作为被解

释变量，将工具变量地理坡度作为解释变

量，进行 OLS 估计得到相应的残差；② 利

用负二项估计、泊松估计，将制造业区位优

势变化、第一步估计得到的残差以及基础回

归中的全部控制变量回归到流动人数上。表

6中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相应的回

归结果，两项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区位优势变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间

的正向关系依旧稳定存在。

6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影响

6.1 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按照江艇[52]提出的操作建议，对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影响劳动

力空间流动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回应研究假说2。

表6 内生性处理
Tab. 6 Endogenous treatment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res_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Log-likelihood统计量

准R2

模型(1)
泊松两步回归

10.4297***

(2.8578)

-10.3190***

(-2.7919)

控制

控制

控制

-2084.2812

0.9645

模型(2)
负二项两步回归

10.5685***

(2.8686)

-10.4528***

(-2.8019)

控制

控制

控制

-2010.5465

0.3912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

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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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表征就业机会，与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及其他控制变量相
匹配，表 7中模型（1）的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
能够带来就业机会增加。受城市层面制造业工资数据不可得的限制，选用CMDS数据库
中劳动力个体收入表征就业收入，表 7模型（2）的系数估计值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说明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给劳动力带来更高的就业报酬。结合已有研究结论可
以得出，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通过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可观的收入吸引劳动力流入。
假说2前半部分得到验证。

参照刘倩倩等[53]的方法，将城市PM2.5浓度与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值匹配，表7中模
型（3）的系数估计值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会导致城市
PM2.5浓度上升，即空气质量下降。结合已有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所
引起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会阻碍劳动力流入。假说2后半部分得到验证。
6.2 异质性分析
6.2.1 行业异质性 借鉴周茂等[54]的研究，将二位码制造业按照技术复杂度划归为高技
术、中等技术、低技术 3类，将核心解
释变量依次替换为相应制造业部门的区
位优势变化值。高技术制造业区位优势
变化的系数估计值在 1%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中等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
区位优势变化的系数估计值在 1%的水
平下显著为负（表8）。说明制造业区位
优势上升对劳动力的吸引主要发生在高
技术制造业部门，而中低技术制造业部
门区位优势上升不利于劳动力流入。

参考罗良文等[55]的研究，将制造业
按照要素密集度归为 4类，将核心解释
变量分别替换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区
位优势变化值。表 9 显示，资源密集
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的
系数估计值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区位优
势变化的系数估计值在 1%的水平下显
著为正，这说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区位优势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
入，而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则
相反。通常情况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部门技术复杂度较高，这些制造
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没有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突出，但也能提供就业机会，加之这
类部门对增加收入的正向作用更强，对
环境质量的负向作用更小[56]，因此吸引
劳动力流入的影响显著。

表7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作用机制
Tab. 7 The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on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就业机会

0.7821***

(3.2278)

控制

控制

控制

0.2884

759

253

-

模型(2)
就业收入

0.2216*

(1.6712)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56

41204

286

41204

模型(3)
生态环境质量

1.0004*

(1.7368)

控制

控制

控制

0.3332

759

253

-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表8 行业异质性分析 I：技术复杂度
Tab. 8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 Technical complexity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高技术

0.4691***

(10.6154)

控制

控制

81748.27

0.1791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2)
中等技术

-1.0602***

(-14.9958)

控制

控制

81858.57

0.1793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3)
低技术

-1.2377***

(-10.1451)

控制

控制

81735.34

0.1791

10434985

253

41245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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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城市异质性 结合前文分析，首
先，按照四大区域划分方法探讨处于不
同地理区位城市的异质性。表 10 显
示，中西部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可
以显著吸引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
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
动呈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近年，在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
战略和产业转移政策的指导下，国家积
极扶持、引导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同时鼓励中西部地区乡城迁移劳动
力实现“就近转移”和“就地转移”，
中西部城市作为制造业主要阵地的地位
不断巩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逐渐
增强。

其次，探讨处于不同经济区位的城
市群中心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和其他
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
流动的异质性影响。表 11 显示，城市
群外围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显
著促进劳动力流入，而城市群中心城市
和城市群以外的城市则相反。这主要是
因为，随着城市群发展壮大，制造业整
体上呈现出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
的趋势，外围城市制造业集聚效应不断
增强，所引致的就业机会与收入增加对
劳动力吸引力较强，而且城市群一体化
的生态环境治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围
城市制造业发展产生的负向环境效应，
也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城市群中心
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虽然能为劳动
力带来就业、收入方面的收益，但这类
城市多以智能制造、高端制造为发展重
点，制造业优势部门对就业竞争力要求
相对较高，加之这些城市劳动力之间的
竞争也较为激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
动力流入的积极性。城市群以外的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区位优势上升的可
能更多的是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制造业
部门，不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

最后，探讨特大超大城市、大城
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
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异质性影响。

表9 行业异质性分析 II：要素密集度
Tab. 9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I: Factor intensity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资源密集型

-0.8854***

(-9.3495)

控制

控制

81720.16

0.1790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2)
劳动密集型

-2.3729***

(-29.4770)

控制

控制

82481.97

0.1807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3)
资本密集型

0.8805***

(8.3223)

控制

控制

81199.74

0.1784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4)
技术密集型

0.7622***

(18.5450)

控制

控制

81985.56

0.1796

10434985

253

41245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表10 城市异质性分析 I：地理区位异质性
Tab. 10 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 Geographical location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东部城市

-0.0192
(-0.7245)

控制

控制

37923.52

0.1314

2685008

82

32744

模型(2)
中部城市

1.3766***

(7.7120)

控制

控制

4773.94

0.1655

258258

78

3311

模型(3)
西部城市

3.2426***

(6.8612)

控制

控制

7446.57

0.2378

249508

67

3724

模型(4)
东北城市

-0.0988
(-0.1894)

控制

控制

3519.20

0.3684

38116

26

1466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表11 城市异质性分析 II：经济区位异质性
Tab. 11 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I: Economic location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城市群中心

城市

-0.6907***

(-17.7103)

控制

控制

13089.76

0.1005

641165

35

18319

模型(2)
城市群外围

城市

0.8643***

(16.8809)

控制

控制

49145.56

0.2183

3619480

164

22070

模型(3)
城市群外其他

城市

-5.5132***

(-8.9602)

控制

控制

762.58

0.1117

46224

54

856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

下显著。

853



地 理 学 报 78卷

表12显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制造业区
位优势上升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入，特大
超大城市结果则相反，小城市影响不显
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大中城市是现阶
段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阵
地，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所提供就业机
会和收入对劳动力存在明显的吸引力。
特大超大城市均为城市群中心城市，基
于前文分析的原因，不利于吸引劳动力
流入。小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
的就业岗位与收入对周边乡村剩余劳动
力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受规模、发展
定位限制，区位优势上升的部门多为劳
动或资源密集型，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
够强劲。
6.2.3 劳动力异质性 基础回归中假定劳动力在空间流动选择时具备完全相同的偏好，事
实并非如此。现立足劳动力的个体差异，参照夏怡然等[8]的处理方法，在回归中分别引入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户口性质与区位优势变化的交互项，以交互项的
估计系数反映劳动力个体特征异质性对其空间流动选择的影响。

表13中模型（1）~（5）的结果显示，区位优势变化与性别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在1%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男性劳动力在选择时更加偏好流入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区位优
势变化与年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年龄更大的劳动力选择流入
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城市的可能性更高。区位优势变化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系数估计值
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示劳动力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城市的意愿会随着受教育
程度的提升而减弱。区位优势变化与流动范围交互项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揭示出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对于省内流动的劳动力吸引力更强。区位优势变化与户口类
型交互项系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加倾向于流入制造
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表12 城市异质性分析 III：规模异质性
Tab. 12 C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II: Scale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特大超大城市

-0.7666***

(-12.6086)

控制

控制

5743.85

0.1075

135447

13

10419

模型(2)
大城市

0.4895***

(12.8816)

控制

控制

39617.55

0.1633

3020101

119

25379

模型(3)
中等城市

2.8849***

(8.0674)

控制

控制

14246.09

0.3471

403304

88

4583

模型(4)
小城市

0.8596
(0.7705)

控制

控制

707.46

0.1171

28512

33

864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

平下显著。

表13 劳动力异质性分析
Tab. 13 Labor for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区位优势变化×
劳动力个体特征

区位优势变化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Chi2统计量

准R2

样本容量

城市数量

个体数量

模型(1)
性别

0.2077***

(7.6926)

0.0126
(0.4549)

控制

控制

81729.14

0.1791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2)
年龄

0.0218***

(13.6250)

-0.5049***

(-9.8039)

控制

控制

81859.94

0.1793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3)
受教育程度

-0.0563***

(-11.7292)

0.6963***

(12.7996)

控制

控制

81807.11

0.1792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4)
流动范围

-1.7725***

(-44.0920)

1.5877***

(37.5343)

控制

控制

84049.42

0.1841

10434985

253

41245

模型(5)
户口性质

-0.1848***

(-4.2679)

0.1487***

(6.1958)

控制

控制

81687.96

0.1790

10434985

253

41245

注：括号内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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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现阶段总体竞争力偏弱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追随制造业流动，就业机
会和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以上结果，假说3得到验证。

7 结论与启示

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空间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通过影响就业机会、收入
和生态环境质量作用于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整体上，研究期内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显
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入，但不同制造业行业、不同城市和不同个体劳动力间存在差异。由
以上研究结论可知：① 除了传统背景下产业变迁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减外，生态宜
居性已成为影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重要因素，应在今后制造业发展和吸引劳动力过程中
引起重视。② 产业差异表明，就业与收入正向效应强、生态宜居负面效应弱是决定制造
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否吸引劳动力流入的关键，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智能化、自动化、低碳
化发展的迫切性愈发突出。③ 城市差异说明，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
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显著促进劳动力流入，这些地区是今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阵地，应在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④ 个体差异表明，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乡城
流动、男性劳动力等更倾向于选择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受就业竞争力的制约，
这些群体在制造业部门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局限。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中西部一
些欠发达地区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仍具有竞争优势，就业竞争力偏弱劳动力流入对优化
后发地区劳动力供给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应结合劳动力的空间流动选择偏好做好安置工
作，优化劳动力的空间配置。

本文的研究视角、方法与结论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产业布局变化与劳动力空间流动关
系的研究，揭示了影响两者空间关系的作用机制，通过多角度异质性分析，明确了制造
业空间格局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结果。不过受数据限制，本文未能
揭示更长时间周期内的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选择的影响，未来需要基
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和更深层次的数据挖掘展开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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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on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LIU Yu, JIANG Zhi, ZHANG Keyun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on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bor spatial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Industry Database and China Migrants Dynamics Survey, using the
improved Shift-Share Analy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spatial mobility in China, empirically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on the labor spatial mobility by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On the whole,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rise of the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is conducive to attract the inflow of labor in
this field. (2)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brought by the rising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promotes the labor inflow, whil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ppresses the labor inflow. (3)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among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complexities and factor intensities, citie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economic locations and scales, and labor force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rise of the advantage location in technology- intensive and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can attract labor inflow obviously, while labor- intensive and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canno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ing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cities locat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an attract labor inflow obviously,
while cities located in eastern and northeast regions cannot; peripheral citi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an attract labor inflow obviously, while central cities and other cities cannot;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re conducive to attracting labor inflow, while super- large and
small cities cannot. In contrast, the labor with older age, lower education, intra-province flow
and agricultural hukou is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cities when the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increases.
Keywords: change of location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labor spatial mobilit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come; ecological amenity;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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